
后现代的文化、知识和语言批评 *

摘 要：后现代社会的经济、政治和文化为批评话语分析提供了关键的主题和概念，而葛兰西、哈贝马斯、福柯、德里达、巴特
等的各种后现代主义理论对霸权斗争、全球化、知识和权力、语言和权力、生活世界的理性化、制度和生活世界的分离、制度
对生活世界的殖民以及各种对这种殖民的抵制与反抗等的阐释为批评话语分析提供了一系列的理论和研究课题。批评话
语分析产生于后现代的语境下，是对“后现代性”批评研究的一种贡献，其重点关注的是语言在后现代社会变化中的作用。
本文旨在简单梳理后现代主义关于文化、知识以及语言批评的一些核心思想，以管窥后现代批评社会科学的社会观和语言
批评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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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导言
对语言的批评研究至少可以追溯到前苏联巴赫

金学派的 Volosinov于 20世纪 20年代出版的《马克
思主义与语言哲学》（Marxism and the Philosophy of
Language），但它真正作为一种立场或方法却是出现
于 20世纪 70年代以后的西欧和拉丁美洲。当时英国
的一些语言学家（如 Fowler, Kress, Hodge等）深刻认
识到在当代社会以批评的态度看待语言的政治重要

性，开始了“批评语言学”（critical linguistics, CL）研
究；1989年 Fairclough的《语言与权力》一书的出版标
志着“批评话语分析”（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CDA）的开始。Chouliaraki和 Fairclough（1999：2-3）认
为批评话语分析产生于后现代的语境下，是对“后现
代性”批评研究的一种贡献，其重点关注的是语言在
后现代社会变化中的作用。他们将批评话语分析视为
一种批评社会科学，指出话语是社会实践的一个组成

成分并与其他成分构成辩证的关系，批评话语分析应

该超越阐释主义和结构主义社会科学的对立，倡导

“建构主义的结构主义”（constructivist structuralism）或
者“结构主义的建构主义”（structuralist constructivism，
见 Bourdieu and Wacquant 1992:11），即话语实践既受
社会结构的制约又是改变社会结构的生产过程。本
文旨在简单梳理后现代主义关于文化、知识以及语
言批评的一些核心思想，以管窥后现代批评社会科

学的社会观和话语批评观。
1. 后现代语境中的“文化”和“知识”
后现代主义是一个很难定义的概念，塞德曼（2001：

28）指出，“根本就没有一种社会知识的后现代范式。
在后现代的旗帜下，有多种多样的研究方法和概念策

略。”不过，“就抛弃某些关键的启蒙假设这一点而言，
所有的这些方法和策略都具有某些类同或相似。”总
体而言，后现代理论家都反对以特定方式来继承既定

的理念，反对以各种约定俗成的形式来界定或者规范

其主义。现代西方文化的核心是启蒙主义，理性被尊
为至高无上的权威，而后现代主义把对理性的怀疑作

为其最重要的标志。启蒙时代以来的理性被分为帮助
人们摆脱蒙昧与恐惧的“人文理性”（human rationality）
和帮助人们了解自然、规范生产的“工具理性”
（instrumental rationality），两者在资本主义发展的初期
相辅相成、和谐统一。但是，随着 20世纪以来尤其是
两次世界大战以后工业革命和科技创新的迅猛发展，

科技理性逐渐取代工具理性并不断蚕食人文理性，由

人类创造的科学技术通过标准化、统一性、整体性反
过来控制了人们的思想行为与文化生活，人们必须不

断地去适应科学技术。人被异化了。
在西方启蒙文化中，区分真理与谬误并且赋予

科学以作为知识之特权的做法具有重大的社会意

义。科学和知识一直以来都被与宗教、玄学、神话或
意识形态等区分开来，而只有科学才能产生真理的

主张，才能帮助人类获得进步和解放。科学与修辞以
及科学与政治被置于对立的地位，这种对立以一系

列相关的二元对立为基础，例如理性与情感、真理与
谬误、现实与想象、意义与形式、主体与客体、主观与
客观、男性与女性、心智与身体、知识与意识形态、在

辛 斌

（南京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江苏 南京 210097）

* 本文为作者“后现代语境下的批评话语分析”系列论文之一。

2016，No 3
Serial No 157

2016年第 3期
总第 157期

外语研究

Foreign Languages Research

1· ·

DOI:10.13978/j.cnki.wyyj.2016.03.001



场与不在场、口头语与书面语、字面的与隐喻的等等。
在这些对立中，第一项均被置于上位，因此科学是真

实的、客观的、精确的和理性的，非科学则是虚构的、
借喻的、主观的和非理性的。后现代主义的一个主要
标志就是挑战启蒙文化中的这种二元对立和中心主

义的各种主张。在后现代文化中，“科学与修辞以及
科学与意识形态之间的界限变得模糊或者消失了；

事实与虚构、知识与偏见、科学与文学、精确的与借喻
的、理性与直觉以及男性与女性的层次被打乱，变得
不稳定了”（塞德曼 2001：18）。
启蒙主义者认为，心智与客观外界是不同的，语

言作为人类心智与客观世界的媒介可以反映或再现

客观世界。受这种思想的影响，西方现代社会理论家
一直在寻求一个可以反映社会并揭示其规律、普遍
结构和逻辑的语言，他们往往将自己国家独特的发

展和冲突投射到全球范围，仿佛这种特定模式具有

普遍意义。但是在后现代主义者看来，所有这种思想
和做法都应该被抛弃，因为它们压制了不同社会之

间存在的重要差异，延续了西方世界霸权主义和民

族沙文主义的愿望，它们只不过是为了认可某些社

会模式的神话。后现代主义者主张摒弃这种自我的
和动原的本质主义语言，将“自我”视为带有多种矛
盾、多种社会关系和社会利益的统一体。利奥塔
（2001）表达了后现代转向这一主题，即主体和社会领
域的非中心化。在他看来，后现代的特点是在知识的
领域摒弃了确定性，摒弃了支配社会及文化优越性

和道德一元化标准的原则，不再那么迷信一个一元

的和一致的自我：“后现代的知识不仅仅只是当局的
工具；它锻炼我们对差异性的敏感性并增强我们容

忍不可通约性的能力。”（利奥塔 2001:36）利奥塔认为
在后现代的文化中知识会以两种形式存在，一是科

学知识可能成为官僚化的社会操纵工具，二是知识

的局限性、不确定性和不完全性会更加受到关注。这
种后现代的科学知识将逐渐抛弃绝对的标准和普遍

的范畴，使人们意识到并容忍各种社会差异、话语含
混和冲突。
后现代社会的信息技术，尤其是传媒的发展，开

拓了新的经历和知识渠道，使得通过电视和网络等手

段与遥远的他人建立和保持联系成为可能，新媒体、
新传播技术已经并正在继续广泛而深刻地改变着人

类社会的传播生态。后现代主义理论因此聚焦于随之
而来的不受时空局限的符号在经济和文化上的核心

作用。Baudrillard（1983）指出，现实被这些循环的符号
所构成的“虚拟物”（simulacra）所取代，这种状况既为
人们创造了很多机会和可能性又带来了很多痛苦和

困惑，深刻影响了人们的自我意识和归属感，制造了

极大的混乱和无意义感。在后现代文化中，社会领域
之间的界限日益模糊或被重新调整，各“学科间的界
限已变得模糊……科学、文学和意识形态之间，文学
和文艺评论之间、哲学和文化评论之间以及高雅文化
评论和大众文化评论之间的界限都已变得相当模糊，

其变化之大足以令那些启蒙文化的卫道士们目瞪口

呆。”（塞德曼 2001：3）“话语杂合”（hybridity）的可能
性和程度急剧增加，“杂合”成为后现代话语的一个典
型特征。“杂合”意味着一个语篇可有各种不同的解
读，而且当人们把不同的话语带入自己对某一语篇的

解读中并通过把当下解读的语篇与在阅读过程中带

入的其他语篇相结合时，就创造出了一种新的杂合语

篇，因此后现代社会的碎片化使得要维持意义寓居于

语篇之内的传统观点变得异常困难。
在这样一个去中心化的碎片化的后现代文化中

人们的生活越来越具有反思性，他们不得不对自己

如何生活不断做出选择，运用关于社会生活的知识

来改变社会生活是后现代社会的一个典型特征。为
了更好地进行这种反思，人们越来越依赖专家（专家

的文章和书籍等），对专家系统的有效性的信任和怀

疑成了当代社会生活的一个典型特征。后现代社会
无处不充斥着权力和随之而来的权力和知识的联

系，包括技术和权力的联系。Foucault用“生物权力”
（biopower）这个词来指现代的权力形式：它“把生活
及其机制带入了直接运算的领域并把知识/权力变成
了改变人生的动因。”（Foucault 1981:143）Foucault重
点分析了学校、医院、监狱等社会机构中的某些微观
权力技术，如教育和医疗中的考试与体检或检查等。
他认为现代的权力并非来自外部的控制，而是持续

不断的技术行为，各种各样的技术渗透到了社会生

活的方方面面并规范着现代生活。
总之，在 20世纪下半叶当人类迈入后现代的文
化领域时，知识成为了多样化的知识；同一性被视为

零碎的、多元的和渗透性的，社会和政治失去了固定
的中心；人们再也不是一味地去追求普遍性和真理，

而是更多地去张扬个体、差异、异质、局部性和多元主
义的价值观，就像利奥塔（1979）所呼吁的，“让我们向
一体性开战；让我们来为那些无法再现的事物见证；

让我们来激发差异并维护这个名称的荣耀。”（转引
自勒梅特 2001：360）

2. 后结构主义的话语批评观
“后结构主义”（poststructuralism）是上个世纪 60
年代以后法国知识界后马克思主义批判方法探索的

产物，它是后现代人文研究和话语批评的一个最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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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的起点。受战后西方哲学的语言学转向的影
响，后结构主义强调语言和话语在形成主体性、社
会制度和政治上的作用，其目标是挑战构成西方资

本主义社会和政治层次结构的基础的那些二元意

义，其方法就是以 Derrida 为代表的“解构主义”
（deconstructionism）。解构主义重视对差别、知识以及
话语在社会政治生活中的作用，将许多社会问题归

结为话语问题；正是后结构主义，尤其是 Foucault
（1972，1977，1981），在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中确立了
“话语”（discourse）这个概念：“后结构主义的知识就
是（也仅仅是）语言，这个知识的署名就是话语。”（勒
梅特 2001：361）Derrida对西方文化中的许多经典文
本所进行的解构性解读在欧美学术界产生了广泛而

深刻的影响。所谓“解构”就是消除和分解西方文化
中以非黑即白的二元对立为基础的“逻各斯中心主
义”，是后现代主义对结构主义的在场、秩序和中心整
体性的一种反击。
解构主义摒弃“整体”思想，强调异质性、特殊性
和唯一性，并对以任何形式透过语言传达的思想都

进行解构，以便人们意识到思想的不稳定性和知识

的无常，认识到对任何思想进行系统化、集体性的统
一解说都是谬误的。不过，解构主义并非极端的反智
论或者虚无主义，因为 Derrida反对的并不是思想或
者知识本身，而是对思想成为体系，或者集结成为政

治力量（例如各种意识形态）的反制。后结构主义者
一般认为意义处于不断的流变之中，不存在终极永

恒的意义；他们坚持能指与所指之间的任意性和差

异性，提倡在文本的能指与所指之间建立非必然的

联系，以扰乱固化的结构思想。在后现代的作品中人
们开始经常可以感觉到一个看似熟悉的结构，然而

很快这个感觉会被逆预见而行或独立于结构之外的

意义所打乱。这类出乎意料或出其不意的元素有助
于消解读者对结构的期待，打破结构主义的整体同

一性，帮助培养读者的怀疑精神和多元心态。
虽然迄今很多人仍然认为在知识之外存在一个

“真实的”世界，但后结构主义者对这种信念持强烈的
怀疑态度。早在 20世纪 60年代伽达默尔就在寻求超
越科技理性与科学方法控制范围的真理经验，他强

调认识真理的两个关键概念：“偏见”和“视阈融合”
（the fusion of horizons）。我们生活在传统之中，传统
是我们的一部分，由于时间、空间和记忆的相互作
用，我们总对传统产生偏见，偏见构成了我们的全部

体验。所谓“视域”就是看视的区域，“这个区域囊括
和包容了从某个立足点出发所能看到的一切。”（伽
达默尔 1999：388）理解的过程总是涉及两种不同的

视域，即文本的视域和理解者自身的视域。文本有它
自己的历史视域，是因为它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

由特定历史存在的个人（作者）所创造出来的；理解者

也有自己特定的视域，这种视域是由他自己的历史

境遇所赋予的。而所谓理解无非是经验这两种视域
的融合。视域融合意味着，理解既非由文本所决定，
也非由解释者来决定，而是由二者的统一来决定的。
伽达默尔十分赞同海德格尔的“人们不只在语言中
思考，而且沿着语言的方向思考”的观点；他指出，语
言是理解的普遍媒介，理解从本质上说是语言的，语

言是一切诠释的结构因素，因此我们所认识的世界

是语言的世界，世界在语言中呈现自己，所以我们掌

握语言的同时也为语言所掌握，这个掌握的维度就

是理解的界限，同时也是语言的界限。为了突破启蒙
主义由理性、整体性、中心二元性、结构性等组成的理
解的固化框架，伽达默尔和维特根斯坦先后提出了

“语言游戏”（language game）的概念。在他们看来，语
言，无论是口头的还是书面的，都如同游戏一样，没

有主体、没有终极目的，说话者只是沉浸在语言的交
流过程里，娱乐其中。这实际上是要求后现代的叙事
语言淡化中心而注重外在的叙事技巧和开放式的结

尾，以使读者从绝对理性的真理束缚中摆脱出来，还

原语言的本体地位。
后结构主义的代表人物之一的 Foucault反对启

蒙主义将理性、解放和进步等同起来，认为现代性实
质上是一种控制和统治的形式，主体和知识等都是

它构造出来的产物。他从包括病理学、医学、监狱和
性学等各个方面对这种控制形式进行了研究，旨在

揭示知识、理性、社会制度和主体性的现代形式，认为
这些看似自然的东西实际上是在一定社会和历史条

件下的特定产物。Foucault认为现代理性是一种强制
力量，他特别关注个人是如何在社会制度、话语和实
践中被控制和被塑造成社会主体的。在古典时期，人
的理性从神学束缚下被解放，它试图在一片混乱中

重建社会秩序。启蒙的理性神话用“求全求同”的虚
幻来掩饰和压制多元性、差异性和增殖性。Foucault
用不可沟通性、差异性和离散性来对抗现代理性的
压抑，认为那些组装我们话语理性的各种规则并不

是普遍的和不变的，它们都将随历史的发展而变化，

并且只对特定时期的话语实践有效。1970年前后，
Foucault从对理论和知识的考古学研究转向对社会
制度和话语实践的谱系学研究，即把话语置入社会

制度和实践之中，揭示其中的权力机制。Foucault认
为“权力”是一个尚未规定的、推论的、非主体化的生
产性过程，它把人体不断地构成和塑造为符合一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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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规范的主体，它本质上不是压迫性的、而是生产
性的力量。在 Foucault看来，“知识”是与权力控制分
不开的，任何时期的“知识型”同时就是权力机制。

Barthes从结构主义转向后结构主义，提出了一种
取消结构的文本分析理论。我们在阅读时总要追求作
品文字后面的稳定意义，但是我们对一个文本的每一

次阅读都会产生新的理解表明文本的意义就不是固

定的，它随阅读的进行而变动。Barthes认为符号就是
符号本身，不代表任何事物，意义的结构是流动可变

的，但这种变动是在一个框架之内，读者也在这个框

架之内进行多价解释。因此，对文本意义的理解不是
绝对的，而总是相对的。Barthes（2012）把对文本的理
解过程分为“可读性的”（readerly）和“可写性的”
（writerly），后者要求读者就像作者一样，去创作意义
和我们的现实世界。Barthes把文本置于与其他文本的
联系中而不是与其作者的联系中，大胆宣布了“作者
之死”这一惊世论断。在他看来，作者的话语不是源自
于作者自己独特的意识而是来自于它们在语言文化

系统中所处的位置，作者只是语言系统中先在的各种

可能性的编纂者或排列者，他使用的每一个词，生成

的每一个句子、每一个段落或整个文本都来自于语言
系统，并因该系统而获得意义。巴尔特的上述观点就
是人们后来所谓的“互文”语言观，即文本的起源不是
统一的作者意识而是多个不同声音、多个他人话语。
在今天的后现代文化中，维持社会封闭已不再

可能，政治、经济、文化的全球化和去中心化以及社会
主体的碎片化导致了各种新的对立或对抗，而语言

和话语在其中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包括批评话语
分析在内的后现代话语研究通常把 Gramsci的霸权
理论和后现代的话语理论，尤其是 Derrida的解构主
义理论和 Foucault的权力话语理论，相结合来探讨这
种社会对立和对抗，认为 Gramsci的所谓“霸权斗争”
（hegemonic struggle）主要是通过不同的话语实践来
表达和实施的，也即霸权斗争表现为争夺控制话语

实践的斗争。因此，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斗争变成了
话语内的斗争和争夺话语权的斗争。当然，这并不是
说整个社会只是一个单一的霸权斗争领域，而是分

成许多个领域，而且这种斗争也不仅仅是阶级斗争，

也表现为其他社会关系之间的斗争。
3. 后现代的批评话语分析
本文所勾勒的后现代社会的文化语境为批评话

语分析研究提供了关键的主题和概念，例如“杂合”
（hybridity）、“商品化”（commodification）、“全球化”
（globalization）、“身份”（identity）、“反思”（reflexivity）
等等，而 Gramsci, Habermas, Foucault, Derrida, Barthes

等的各种后现代主义理论对霸权斗争、全球化、知
识和权力、语言和权力、生活世界的理性化，制度和
生活世界的分离，制度对生活世界的殖民，以及各

种社会运动对这种殖民的抵制与反抗等的阐释为

批评话语分析提供了一系列的理论和研究课题，例

如语言的商品化（Fairclough 1995）、技术官僚话语
（Lemke 1995; Fairclough 1992）、官僚政治话语
（Chilton 2004; Sarangi & Slembrouck 1996）、政治话语
的媒体化（Fairclough 1995）、语篇的互文性与对话性
（Fairclough 1992; van Dijk 2001）等等。
后结构主义重视知识和话语在社会政治生活中

的作用，将许多社会问题归结为话语问题。批评语言
学（critical linguistics, CL）一开始就对此有清醒的认
识，主张语言并非一种客观透明的交际媒介，它对社

会过程具有重要的干预作用；话语是一种社会实践，

虽然其特点取决于社会结构，但话语却又反过来影

响甚至建构社会现实。与 CL相比，CDA更加注重从
具体的社会问题入手，探讨语言在其中的作用，因此，

它“为研究话语与不同领域的社会文化发展之间的
关系提供了理论和方法”（Fairclough 1995:30）。
Fairclough和Wodak（1997）提出了 CDA的三个目的：
（1）系统地探索话语实践、事件和语篇与更广阔的社
会文化结构、关系和过程之间的因果关系；（2）研究这
些实践、事件和语篇与权力之间的关系；（3）探讨话语
与社会的关系在维护权力和霸权中的作用。从
Chouliakari和 Fairclough（1999:53-74）提出的 CDA的
五个步骤中可以清楚看出他们对社会问题中话语的

作用的重视：（1）锁定一个与话语有关的社会问题；
（2）通过对话语本身、话语所在的社会实践网络以及
话语与该社会实践中其他成分之间关系的分析，确

定处理该问题要跨越的障碍；（3）考虑解决该问题是
否涉及社会秩序；（4）确认克服障碍的方法；（5）进行
批判性反思分析。van Dijk（2001）认为，CDA若要达
到最终的目标，它首先应努力从社会互动和社会结

构的角度来解释话语结构；其次，它应主要关注社会

问题和政治事件；第三，它需要多学科的参与；最后，

它主要应关注话语结构如何被实施、确认、合法化、
复制，以及如何被用于挑战现存的社会结构和权力

关系。从 Fairclough（1989）对撒切尔夫人的政治话语
和因果“新经济”（new economy) 和“新自由”（neo-
liberal）话语的分析，到最近的 Sowińska（2013）对政
治话语中评价意义的研究和 Vaara（2014）对欧元区
危机的探讨，CDA的实践者始终坚持着批评话语分
析的上述目标和原则。
后结构主义者认为，一切知识都是通过描写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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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得的，是经过语言的中介被组织在话语中而领悟

的。这样获得的知识并不是对现实世界的准确表征，
而是处在不断变化之中，在不同的情境中，知识结构

是需要被重新建构的。英国文化研究者 Stuart Hall关
于语言表征的观点与后结构主义如出一辙，对后来的

批评语言学和批评话语分析产生了直接的影响。Hall
（1997：1）指出：“语言是一种文化中用于表征思想观
点和情感的媒介之一。语言表征因此在意义声称过程
中起着核心作用。”由于表征通常是对话性的，涉及共
享的编码意义，因而没人能保证某一具体意义会是稳

定不变的，正是当人们试图去坚持或维护某些意义的

稳定性时，“权力介入话语”（Hall 1997:10）。Barker &
Galasiński（2001:66）认为“出于具体目的去固化意义”
可以被理解为意识形态。表征中意义的不稳定性意味
着“意义的竞争性”（contestability of meanings，见 Hall
1997:21)，Hall的这一思想促使后来的批评话语分析
者对话语采取一种建构主义（constructivist）的态度，
认为意义是借助“表征系统”（system of representation）
拼装而成的。Kress（1983: 45）指出，意识形态体系明
显体现在建构话语表征的过程中对语言表达方式的

选择上，这些选择反过来反映着说话者或机构的意识

形态倾向。批评话语分析特别重视语言在知识表征中
的中介作用：“话语的生成和理解离不开知识，而知识
的获得和变化通常以话语为前提……在 CDA与知识
和话语结构关系的研究之间存在着一些明显的联

系。”（van Dijk 2003a:87）以 van Dijk为代表的大多数
批评话语分析者接受后结构主义的相对主义知识观

和真理观，认为不存在普遍绝对的知识和真理标准，

“真理或者毋宁说真理或正当性的标准依赖于社会情
景和社会条件”（van Dijk 2003b:95）。因此，“为了研究
权力及其滥用，理解权力群体和机构究竟是如何管理

并在公共话语中表达他们的知识就是至关重要的。”
（van Dijk 2003a:87-88）话语表征可以通过语言手段
来背景化或前景化话语的某些方面（如施事、因果关
系、责任等），以便支持或压制特定的意识形态（见
Fairclough 1995b:110；Alvaro 2013:291）。
后结构主义关于文本的开放性和意义的不稳定

性令巴赫金的对话理论在欧洲大陆找到了肥沃的土

壤，催生了“互文性”（intertextuality）这一重要概念。巴
特与克丽斯蒂娃的互文语言观令我们注意到先前语

篇的重要性，传统上对语篇自主性的强调不过是种

误导，因为一部作品的意义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此

前已经存在的语篇。互文性使我们认识到了此前语
篇对产生各种意指效果的贡献，因而与其说互文性

指的是一部作品与此前语篇之间的关系，不如说它

象征着对一种文化的话语空间（discursive space）的
参与：一个语篇与一种文化的各种语言或者意指实

践之间的关系，与表达那个文化中的各种可能性的

那些语篇之间的关系。互文性分析始终是批评话语
分析偏爱的分析工具。在批评话语分析的创始者
Fairclough（1989，1992，1995a）提出的批评话语分析
框架中，互文性分析是话语实践分析的主要内容，是

联系文本变化和社会实践变化的纽带。他将互文性概
念与 Gramsci的“霸权”（hegemony）理论以及 Habermas
关于生活世界的“公共领域”（public sphere）和“私人领
域”（the private sphere of the family)的理论相结合，来解
释语言变化和社会变化之间的关系（见 Fairclough
1992，1995a；Fairclough & Fairclough 2012）。

Wodak建构的批评话语分析的“话语-历史方
法”（the discourse-historical approach）充满了互文思
想。她认为话语不是一个封闭的体系，而是开放的和
“混合的”（hybrid）（2001），某一话语或话语主题会从
一个“行为领域”（field of action）出发，扩展到另外的
领域，从而各种话语或主题会在不同的领域彼此叠

合、相互参照，而互文性指的就是特定语篇中不同的
话语、行为领域或体裁特征的混合交融（见 Wodak
2001:66-67）。Lamb（2013）运用“话语-历史方法”从历
时的角度分析不同社会领域中各种体裁对社会主体

的表征，以揭示话语在行使权力和抵制权力中的作

用。在《话语与社会》（Discourse & Society）2014年总
第 25期上，Wodak等以话语-历史的方法和互文性
或者“再语境化”（recontextualization）的视角分析了不
同行为领域中的各种话语在希腊危机中的作用（见

Wodak & Angouri 2014; Lampropoulou 2014）。批评话
语分析的另一位代表人物 van Dijk则强调研究理论
和方法上的互文性，呼吁批评话语分析应兼容并蓄，

采纳不同学科的各种不同的相关理论和方法，以更

好地揭示语言、权力和意识形态的关系：“在避免折中
主义的前提下，好的学问尤其是好的批评话语分析

应该融汇不同学科、国家、文化和研究领域中著名的
或不著名的众多人的最好的成就。换言之，批评话语
分析本质上应该是多样性的和多学科的。”（2001：
95-96）van Dijk本人对话语的研究不仅深受后结构
主义关于知识、权力和话语的观点的影响，他也借鉴
了社会学、心理学和认知科学等各领域的研究成果，
形成了自己的“话语-认知-社会三角”（the discourse-
cognition-society triangle）方法，成为了批评话语分析
中的主要理论和方法之一。

4. 结语
后结构主义强调社会的开放性，这包括强调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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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差异、多样性和与批评“本质性”（essentialism）相
关的社会身份的流动性。我们已经看到，这些社会
特征在后现代主义的各种思潮中都与话语实践以

及社会的话语构成性质有关。社会生活本质上就涉
及对话语开放性的限制、形成封闭的隔离以及固化
差异和意义。强调差异性、多样性、流动性和相对性，
对话沟通、求同存异，始终是后现代语境下话语研
究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后现代主义尤其是后结构主
义的许多理论和思想从形成之日就由于其自身的

许多弱点而不断遭到批评，但与此同时人们也不得

不承认这些理论和思想在一定意义上是人类后工业

化时代的产物，反映了直到今天的一些社会现实。后
结构主义关于真理、知识、语言、权力等的一些理论
思想激发人们重新思考语言与现实的关系以及话语

在社会中的作用，为各种话语分析尤其是批评话语

分析提供了丰富的话题和理论方法，本文对此只能

挂一漏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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